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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   组块破解是指将熟悉的知觉整体或对象分解为其组成部分, 再以新的方式组成

其他项目. 以往对于组块破解的眼动和脑成像研究提示: 组块破解具有视觉-空间信息加

工的特点, 包含“在哪里”和“是什么”两个基本的认知侧面, 可能同时激活视觉的背侧

(where)和腹侧(what)通路. 本研究应用动态因果模型探讨不同难度的汉字组块破解任务对

于视知觉信息加工中的背、腹侧通路的连接强度的影响. 实验操纵了阻碍组块破解实现的

两种不同因素——熟悉度和结构紧密性. 其中, 熟悉度变量通过真字和假字两个水平实

现, 而结构紧密程度变量则通过松散结构和紧密结构两个水平(如将“旧”拆解为“日”, 或
将“四”拆解为“匹”)体现. 结果表明, 熟悉度的增加使 where 通路的调控连接增强; 空
间结构紧密性的增加使得 what 通路和 where 通路的调控连接均增强; 而上述两个因素的

同时增强不但使 what 通路和 where 通路的调控连接增强, 而且使 what 通路终端到 where
通路终端之间的调控连接也增强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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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块(chunk)一方面能极大地提高人们的信息加

工能力, 另一方面也可能阻碍问题解决过程中创造

性思维的发生. 顿悟的“表征变换理论”认为, 在问题

解决过程中, 问题知觉或理解过程所引起的不适合

的表征会阻碍人们有效地解决问题, 而成功的问题

解决取决于问题表征方式的有效变换[1]. 表征方式的

变换有时需要一个组块破解的过程, 例如古人在印

刷和复制书本的过程中, 会自然地将每一页书看作

一个整体, 只有当人们将这种认识上的整体组块破

解为一个个的字或字母并意识到其重组的可能性时, 
活字印刷术才可能出现. 同样, 古人在用工具制造过

程中也倾向于将这个过程(如制造一根针)看作是一

个整体, 而当人们将这个看似整体的过程分解为各

个不同的环节, 并用不同的工艺生产流程加以处理

时, 生产效率就会数十倍地提高.  
1999 年, Knoblich 等人[2]用实验证明了顿悟中的

组块破解学说, 应用火柴摆成的罗马数字算式, 要求

被试通过挪动一根火柴, 使得原来不能成立的等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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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得能够成立. 例如对于Ⅵ=Ⅶ+Ⅰ(6=7+1), 解决办

法是将等式右边的Ⅶ(7)中的最右边的一根火柴挪走, 
使之变为Ⅵ(6), 而将挪出来的火柴放在等式左边的

Ⅵ(6)的最右边, 使之变为Ⅶ(7). 因为Ⅶ(7)由一个Ⅴ

(5)和 2 个Ⅰ(1)所组成, 是比较松散的组块, 因此, 将
这个组块破解成一个Ⅵ(6)和一个Ⅰ(1)相对较容易. 
但若要解决Ⅺ=Ⅲ+Ⅲ(11=3+3)就比较难了, 人们必须

将紧密程度较高的Ⅹ(10)分解成“ \ ”和“ / ”并重构成Ⅴ

(5). 行为实验表明, 需要破解的组块的紧密程度越大, 
人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越小, 需要的时间越长.  

虽然火柴罗马数字算式问题被成功地应用于组

块破解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相应的认知机

制, 但这个方法还存在明显的缺陷: 除了难以控制被

试对罗马数字的熟悉程度之外, 罗马数字算式的变

化方式和数量十分有限, 很难满足 fMRI 和 ERP 等脑

成像实验多个数据叠加的需要. 因此, 人们还无法用

它研究相关的脑认知过程. 与罗马数字不同, 汉字是

一种典型的知觉组块, 利用汉字的拆字任务研究组

块破解过程具有很多明显的优势, 除了汉字数量多、

熟悉度便于控制、拆解方法变式丰富之外, 汉字由笔

画、部首等不同层次的结构组成, 利用汉字的结构特

点, 可以系统地变化组块的紧密程度, 操纵和控制组

块破解的难度 , 研究组块破解的认知与脑过程 [1,3]. 
实验中, 研究者向人们呈现两个汉字, 如“白-排”, 要
求人们从右面的字中取出一部分放入左面的字中 , 
使左右两边的新字仍然为真字, 如将右边的“排”字
中的“扌”取出, 与左边的“白”字相结合, 形成“拍-非”. 
部首水平的拆字相对容易(如将“青-话”变成“请-舌”, 
“女-宝”变成“安-玉”, “矢-匡”变成“医-王”), 而笔画水

平的拆解则相对较难(如将“三-四”变成“王-匹”; “干-
学”变成“平-字”, “三-兴”变成“兰-六”, “大-不”变成

“天-个”等), 这是因为笔画水平的拆字涉及较为紧密

的组块破解的缘故.  
火柴罗马数字算式问题的眼动研究显示, 对算

式各组成部分的注视时间会因火柴罗马数字算式问

题的类型而异, 有关注视点的转移与注视时间的长

短的实验也提示, what 与 where 过程可能同时参与组

块破解[4]. 后来, 应用汉字研究组块破解过程的认知

与脑过程, 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. Luo 等人[1]发现, 组
块破解过程会同时激活视觉的背侧 (where)和腹侧

(what)通路的一些典型区域, 并且初级视皮层与高级

视皮层在激活上存在不一致性, 揭示了汉字“拆装”

过程的视觉加工特征. 火柴罗马数字算式问题与汉

字拆字问题中所包含的组块破解过程在更大的程度

上属于空间信息加工. 可见, 组块破解过程包含“在
哪里”和“是什么”两个基本的认知侧面, 但目前对组

块破解过程中上述两个过程的参与情况及相互作用

缺乏基本的了解.  
视觉系统包含整个枕叶、大部分颞叶和顶叶区 

域[5]. 1982 年, Ungerleider 和 Mishkin[6]首次提出视觉

系统有背侧和腹侧两条视觉通路, 其中背侧通路从

枕叶至后顶叶, 负责空间信息加工, 是 where 通路; 
腹侧通路从枕叶至下颞叶, 负责物体识别, 是 what
通路. 目前比较认同的是背腹侧通路均是从初级视皮

层 V1 出发, 再经次级视皮层 V2, 最后分别到达后顶

叶和下颞叶[7], 其中V1和V2 分别对应Broadman(BA) 
17 区和 18 区[8]. 在恒河猴(Rhesus monkey)中, 背侧通

路的终端是后顶叶的顶下小叶(BA 7). 在人类大脑中, 
后顶叶包括顶下小叶(BA 40)和顶上小叶(BA 7), 其
中顶上小叶(BA 7)在组织细胞学上与恒河猴的顶下

小叶(BA 7)相同, 因此认为人类的背侧通路终点是顶

上小叶(BA 7), 腹侧通路的终端在恒河猴和人类大脑

中均为下颞回(BA 19)[9]. 但对于背腹侧通路涉及的

枕叶、颞叶和顶叶的许多其他脑区, 以及背腹侧通路

之间的连接, 仍然存在着很多争议. 有些研究认为, 
背腹侧通路相互独立[10], 另有研究认为背腹侧通路

相互连接[11], Hagmann 等人[12]证明了顶叶与颞叶之

间存在着相互连接.  
本实验根据 Wu 等人未发表研究中的 fMRI 数据

做进一步的 DCM 分析. 拟以视觉通路中背侧 where
通路和腹侧 what 通路为研究对象, 应用基于脑功能

成像数据的动态因果模型(dynamic causal modeling, 
DCM)研究汉字组块破解过程中背腹侧通路的连接变

化情况. DCM 是研究大脑区域之间有效连接的方法

之一, 与多元回归模型及结构方程模型等假设各区

域的血氧输入是由随机的内源性噪声引起不同, 动
态因果模型假设输入是确定的实验操作. 在过去的数

年里, 动态因果模型被应用在语言、注意、运动和情

绪等研究中, 为研究人类认知提供了一种新方法[13~16]. 
Mechelli 等人[17]应用动态因果模型研究了物体类别

效应在视觉通路的有效连接, 发现初级视皮层对枕

叶和颞叶的物体类别效应区有调控作用, 而从顶叶

至物体类别效应区的有效连接与实验刺激无关, 表
明枕叶和颞叶的物体类别效应区有自下而上的调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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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.  
本研究系统地探讨了组块破解过程中两种重要

的阻碍因素——熟悉度和空间紧密程度, 对组块破解

过程的影响. 其中, 熟悉度是指人们对于将要被破解

的特定知觉组块的熟悉程度, 越是熟悉的组块破解

起来就会越困难; 而空间紧密程度则是指被破解的

部分本身是否是小的完整的组块, 若是(如Ⅵ中的Ⅰ), 
则组块的紧密程度相对较为松散, 破解比较容易, 若
不是(如 X 中的“ \ ”和“ ⁄ ”), 则组块的紧密程度就相

对较强, 破解更难[2]. 本实验中, 熟悉度包括人们常

见常用的真字和人为合成的符合汉字构字规则的假

字两个水平; 空间紧密性则由汉字拆解发生的方式

决定, 若拆解发生在部首水平, 仅是将一个现成的部

首移出的话, 被看作是“松散”水平的拆解, 若拆解发

生在比部首更为基本的笔画水平 , 则被看作是“紧
密”水平的拆解(图 1).  

鉴于松散结构拆出部分和剩余部分都能构成比

较明显的独立组块, 因此, 相对于假字条件下, 真字

条件下的松散结构拆解所带来的额外困难并不在于

“是什么”(what)而在于“在哪里”(where), 即由于组块

原有熟悉度所造成的干扰作用使部件拆除过程需要

更多的方位确定与控制过程; 与松散结构拆解不同, 
紧密结构拆解发生之前, 人们往往不能将拆解后的

结果知觉为一个独立的组块(如人们通常不会自然地

意识到“四”字中间包含了“匹”字). 因此, 紧密结构

的拆解过程在包含“在哪里”(where)的空间信息加工

过程的同时, 也必然包含“是什么”(what)的加工过程. 
尤其是当熟悉度与空间紧密性两方面的困难同时较

大时, what 和 where 两个过程的相互作用可能也会增

加. 总之, 根据以往眼动和脑成像的实验观察[1,4]与

本实验的条件设置, 预期熟悉性影响背侧的 where 通
路, 空间结构的紧密性影响腹侧 what 通路和背侧

where 通路, 而且高熟悉度与高空间结构紧密性的叠

加可能使 what 通路和 where 通路连接增强, 同时还

增强了这两条加工通路间的交互作用.  

1  材料与方法 

1.1  被试 

16 名某高校大学生, 其中 8 名女生, 年龄 19~25
岁. 所有被试均身体健康, 右利手, 视力正常或矫正

后正常, 无神经或心理疾病史. 由于汉字是具有空间

结构的表意文字系统, 只选取平时习惯使用拼音输

入法而不使用五笔输入法的大学生作为被试. 所有

被试均仔细阅读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. 其中 2 名被试

fMRI 数据由于记录过程中头动超过 1°而被剔除.  

1.2  实验设计和刺激材料 

本研究应用 2(熟悉度: 两种条件)×2(空间紧密性:
两种水平)的实验设计, 熟悉度有真字和人为合成的

符合汉字构字规则的假字两个水平; 空间紧密性则

由汉字拆解的方式决定, 若拆解发生在部首水平, 则
是“松散”的, 若拆解发生在比部首更为基本的笔画

水平, 则是“紧密”的(图 1).  
4 个条件共 176 个刺激, 其中假字_松散、假字_

紧密、真字_松散、真字_紧密 4 种条件各 44 个. 每
种条件的探测词 4 个, 实验用词 40 个. 另请 60 名被

试(有效评估人数为 58)对所有汉字刺激材料进行主

观熟悉度评定(采用 5 点量表, 1 表示非常不熟悉, 5 表

示非常熟悉). 结果表明, 真字的熟悉度显著大于假

字(F(1,57)=1870.599, P<0.001), 说明真、假字变量可

有效操纵改变目标刺激的主观熟悉程度. 而对各种

条件下所使用汉字所含笔画数的统计表明, 松散结

构的笔画数显著大于紧密结构的笔画数 (F(1,43)= 
252.146, P<0.001). 

1.3  实验程序 

共包含 4 个实验 Block, 每个 Block 包含 44 个

trial, 其中 40 个实验 trial(各实验条件 10 个), 4 个探

测 trial(各实验条件 1个). Block顺序随机, 每个Block
中刺激的顺序随机. 每个 trial 包含两个阶段: 真假字

判断阶段和组块破解阶段. fMRI 的 BOLD 信号变化

所反映的是脑在特定时间范围内的所有信息加工活

动的累积整体效应, 因此, 为了避免刺激项目的“识
别编码过程”与“组块破解过程”混在一起, 影响所获

观察的单纯性, 故对“编码”和“拆分”两个阶段加以区

分. 单个 trial 的实验过程见图 1. 每个 trial 中, 第一

阶段是真假字判断阶段, 屏幕上出现刺激 1200 ms, 
被试需要按键判断刺激是否为真字; 然后出现注视

点 2800 ms; 注视点消失后是组块破解阶段, 屏幕上

出现新刺激 3000 ms, 其中刺激的左边是真假字判断

阶段中出现过的刺激, 右边是它的一部分部首或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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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 单个 trial 的实验过程 
从上到下分别为假字_松散、假字_紧密、真字_松散和真字_紧密

4 个条件下单个 trial 的实验过程示例 
 
画, 被试需要判断从左边刺激中移除右边刺激后, 剩
下部分是否为真字. 

1.4  MRI 数据采集 

所有MRI数据均由3.0T场强共振成像系统(西门

子)使用标准无线电频率线圈采集得到. 首先采用 T1
加权的快速自旋回波(SE)脉冲序列采集三维结构像, 
每个结构像包含 128张切片(层厚=1.33 mm), 参数为: 
TR=2530 ms, TE=3.39 ms, FOV=256 mm×256 mm, 
FA=7°, VS=1.33 mm×1 mm×1.33 mm. 再采用梯度回

波平面成像脉冲序列(EPI)进行功能像扫描, 33 层连

续轴位扫描, 成像参数为: TR=2000 ms, TE=30 ms, 
FOV=200 mm×200 mm, Matrix=64×64, FA=90°, VS= 
3.1 mm×3.1 mm×4.0 mm. 每个被试数据包含 4 个

session, 每个 session 包含 222 张扫描图像. 采集过程

中, 被试的头被固定在泡沫块上, 以减小头动.  

1.5  fMRI 数据分析 

应用 SPM5(Welcome Department of Imaging 
Neuroscience, London, UK; http://www.fil.ion.ucl.ac. 
uk/spm)对所获得的 fMRI数据进行分析. 每个 session
的前 5 张 EPI 图像被剔除. 预处理按以下顺序进行: 
时间校正(参考图片为第 33 层切片), 空间重 排, 标
准化, 平滑(FWHM=8 mm). 预处理后剔除两个头动

超过 1°的被试.  
在确定单个被试的一般线性模型(GLM)时, 应

用截止频率为 1/128 Hz 的高通滤波器对所有被试的

时间序列进行滤波, 不执行全局标准化. 每个被试的

数据包含 4 个 session, 每个 session 包含 9 种事件类

型, 4 种实验条件(假字_松散、假字_紧密、真字_松散

和真字_紧密)在真假字判断阶段和组块破解阶段分

别有 1 种事件类型, 分别包含各阶段该实验条件下正

确反应且反应时在平均反应时 3 个标准差之内的事

件, 共 8 种事件类型, 最后一种事件类型是所有错误

反应或反应时在平均反应时 3 个标准差之外的事件. 
在被试水平分别得到每个被试在组块破解阶段 4 种

实验条件的 contrast, 以进行群组水平的分析.  
在群组水平应用每个被试在组块破解阶段 4 种

实验条件的 contrast 进行方差分析(ANOVA, N=14), 
分别定义了以下 5 个 contrast(其中前 4 个为 t 对比

(t-contrast), 最后一个为 F 对比(F-contrast)): (1) 熟悉

vs.不熟悉: [(真字_松散+真字_紧密)−(假字_松散+假
字_紧密)]; (2) 不熟悉 vs.熟悉: [(假字_松散+假字_紧
密)−(真字_松散+真字_紧密)]; (3) 紧密 vs.松散: [(假
字_紧密+真字_紧密)−(假字_松散+真字_松散)]; (4) 
松散 vs.紧密: [(假字_松散+真字_松散)−(假字_紧密+
真字_紧密)]; (5) 所有刺激的主效应: [假字_松散+假
字_紧密+真字_松散+真字_紧密]. 最后报告的结果

都是基于 FWE(family wise erro) 错误类型校正

(P<0.05)统计.  

1.6  动态因果模型 

动态因果模型假设大脑是一个确定的非线性动

态系统, 接受来自外部的实验刺激并输出反应, 其输

入是确定的实验操作. 实验操作可通过输入直接作

用于某些脑区, 也可作用于不同脑区之间的有效连

接. 根据各脑区在不同输入条件下的血氧动力学反

应, 通过生物物理学方程与神经状态变量产生联系. 
最后给出 3 类模型参数: (1) 输入直接作用于某些区

域的驱动强度; (2) 与实验操作无关的不同区域间的

固有内在连接强度; (3) 实验操作对内在连接的调控

强度的影响[18]. 这 3 个参数中, 最值得关注的是第 3
个, 即调控连接, 因为它是由实验操作直接引起的. 
动态因果模型的连接强度不是指区域本身的活动强

度单位, 而是指区域间活动相互影响的速度. 对于一

个感兴趣的信息加工系统而言, 其连接方式可能有

多个不同的假设, 而每个假设都有相应的 DCM 模型. 
贝叶斯模型选择方法可用来从数个可能的模型中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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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最优模型 , 它应用的是各模型的日志证据 (log 
evidence), 通常被称为贝叶斯因子 (Bayesian factor, 
BF), 常用 AIC/BIC(Akaike’s information criterion, 
AIC; Bay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, BIC)或负自由能量

(Negative free energy, NFE)来近似贝叶斯因子. 本研

究中应用最新的 SPM8b(Wellcome Department of 
Imaging Neuroscience, London, UK)工具箱进行 DCM
分析, 采用负自由能量来近似贝叶斯因子. 负自由能

量越大(绝对值越小), 则模型越好, 比较各模型的负

自由能量, 从而可以得出最优模型[19~22].  
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, 对每个被试的 fMRI 数据

定义了一个用于 DCM 计算的一般线性模型 (dcm- 
GLM), 该模型共包括 6个事件类型, 其中 4个分别是

组块破解阶段的 4 个条件: 假字_松散, 假字_紧密, 
真字_松散和真字_紧密, 第 5 个事件包括该以上 4 种

条件(ALL), 第 6 个事件是所有真假字判断阶段的事

件及组块破解阶段错误反应和反应时间有平均反应

时间 3 个标准差之外的所有事件. 其中, 只有前 5 个

事件被纳入动态因果模型分析 . 同时 , 为了减少

DCM 的一般线性模型中共线性的影响, 另外定义了

提取感兴趣区域时间序列的一般线性模型(voi-GLM). 
在 voi-GLM 中, 共包含 9 种事件类型, 与 1.5 小节中

提到的事件类型完全一致.  
在 dcm-GLM 和 voi-GLM 中, 都应用截止频率为

1/128 Hz 的高通滤波器对所有被试的时间序列进行

滤波, 不执行全局标准化. 所有事件均锁时在刺激呈

现时间点. 模型把 4 个 session 的数据串连成一个连

接的 session, 因此模型中还包括 4 个额外的、均由 1
和 0 组成的回归量, 分别对应数据采集中的 4 个

session; 其中第一个 session 中的各 scan 与第一个回

归量的 1 相对应, 而其他数据采集 session 的 scan 对

应于第一个回归量中的 0, 依此类推. 基于单个被试

voi-GLM 的 t 检验结果 , 用 SVC(small volume 
correction)定义动态因果模型中的单个被试的感兴趣

区域.  
在提取单个被试感兴趣区域的时间序列时, 先

定义概率阀值 P=1, 然后以群组水平的峰值点坐标为

球心, 在半径 r=12 mm 的球内寻找单个被试在感兴

趣区域的峰值点, 并取最大峰值点作为单个被试的

感兴趣区域. 对于每个被试的 3 个感兴趣区域, 经确

认用该方法获得的最大峰值点与相应的群组水平峰

值点属于同一解剖位置. 最后, 提取以最大峰值点为

球心, 半径 r=6 mm 的球内所有体素的时间序列, 同
时应用 4个条件的F检验对提取的时间序列进行矫正.  

同样, DCM 也有两个水平的随机效应分析. 首
先在单个被试水平, 基于每个被试的 dcm-GLM 建立

3 个动态因果模型, 在群组水平应用贝叶斯模型选择

方法得到的最优模型为模型 3. 最后, SPSS 对每个连

接进行双尾检验(n=14), t 检验其均值是否显著地不

等于 0. Shapiro-Wilk 正态检验确定每个连接服从正

态分布. 对于显著非正态分布的连接强度, 用非参数

统计方法.  

2 结果 

2.1  行为结果 

在真假字判断阶段和组块破解阶段, 被试都需

要按键做出反应. 用 SPSS 对被试在各种实验条件下

组块破解阶段的正确率和反应时做了统计分析(表 1
和图 2). 应用 2×2 ANOVA(熟悉度×结构紧密性)分析

发现 , 在正确率中 , 熟悉度的主效应显著(P<0.001, 
F(1,13)=24.202), 假字的正确率显著地大于真字的正

确率, 松散结构的正确率显著大于紧密结构的正确

率 (P<0.001, F(1,13)=41.566), 交 互 作 用 也 显 著

(P<0.001, F(1,13)=14.610); 在反应时中, 熟悉度的主

效应显著(P<0.001, F(1,13)=104.289), 真字的反应时

显著大于假字的反应时, 紧密结构的反应时显著长

于松散结构的反应时(P<0.001, F(1,13)=278.297), 交
互作用也显著(P<0.001, F(1,13)= 43.974).  

2.2  fMRI 分析结果 

本实验虽然设置了两个实验任务, 真假字判断

任务和组块破解任务, 但设置真假字判断任务的目

的在于减小编码过程对于组块破解过程的影响, 从
而获得较为单纯的组块破解过程. 从 fMRI 结果来看, 
两个实验任务激活的脑区分布与激活程度存在较大

差异.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应用动态因果模型研究

汉字组块破解过程中背腹侧通路的连接变化情况 , 
因此只报告组块破解任务中的 fMRI 结果.  

(1) 所有刺激的主效应.  为了考查所有刺激的

主效应激活区, 对 4 种实验条件作联合(conjunction)
分析(FEW, P<0.05)时发现, 激活最强的区域是左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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枕下回(left inferior occipital gyrus, LIOG, BA18, MNI
坐标: x=33, y=−84, z=−9), 说明该区域在 4 种实验条

件下均有较强的激活. 在定义的所有刺激的F对比中

也发现, 激活最显著的峰值点是左侧枕下回(LIOG, 
MNI 坐标: x=−33, y=−84, z=−9). 该区域属于 V2 区域, 
也是背腹侧视觉通路的共有区域.  

(2) 熟悉度的主效应.  为了考查熟悉度对大脑

活动的影响, 分析了[(真字_松散+真字_紧密)−(假字_ 
松散+假字 _紧密 )]. 发现 [(真字 _松散+真字 _紧
密)−(假字_松散+假字_紧密)]的激活区域主要包含双

侧前扣带回(BA 32)和左侧梭状回(BA 37). 进一步分

析得出, (真字_松散−假字_松散)无显著激活区域, 熟
悉度所造成的差别主要来自(真字_紧密−假字_紧密).  

(3) 空间紧密性的主效应.  为了考查空间紧密

性对大脑活动的影响, 分析了[(假字_紧密+真字_紧
密)−(假字_松散+真字_松散)], 观察到的激活区域包

括双侧额下回 (BA 47/9/10/46), 双侧额中回(BA 
6/9/10/46), 双侧颞下回(AB 19/20), 左侧枕中回(BA 
19)右侧枕上回(BA 39), 双侧顶上小叶(BA 7), 双侧

纺锤状回(BA 20/37), 双侧楔前叶(AB 31/7), 右侧前

扣带回(BA 32), 左侧顶下小叶(BA 40), 右侧后中央

回(BA 2/40)及右侧前中央回(BA 9). 再分析(假字_紧
密−假字_松散)与(真字_紧密−真字_松散), 发现其激

活区域与[(假字_紧密+真字_紧密)−(假字_松散+真字_ 
松散)]相似, 其中属于视觉通路中终端的两个最显著

的峰值点分别如下: 左侧颞下回(MNI 坐标: x=−48, 
y=−63, z=−9, LITG, BA 19), 解剖学上属于左侧颞下 

回(IT), 是腹部视觉通路的终端; 左侧顶上小叶(MNI
坐标: x=−24, y=−69, z=45, LSPL, BA 7), 解剖学上属

于后顶叶, 是人类背侧视觉通路的终端. 

2.3  动态因果模型 

大量研究证明 ,  左侧枕上小叶 ( lef t  super ior 
posterior lobule, LSPL, BA7)和左侧后部下颞叶(left 
posterior inferior temporal cortex, LPIT, BA 19/37)在
处理汉字视觉信息过程中有重要作用[23~28]. 研究者

认为, 左侧枕上小叶的激活是负责汉字的亚结构(如
部首)加工[28], 而左侧后部下颞叶负责从长时记忆中

提取汉字的视觉图像信息[29]. fMRI 结果发现, 所有

刺激的主效应激活区在左侧枕下回, 属于 V2 区域, 
在背腹侧视觉通路的共有区域上. 结构紧密性的主

效应区域包含视觉系统的大部分区域, 其中激活最

强的左侧大脑的视觉系统区域有左侧顶下小叶(BA 
40)、左侧顶下小叶(BA 7)和左侧颞下回(BA 19)等. 由
于语言认知的左侧大脑优势, 同时为了简化模型[22], 
借鉴其他的动态因果模型研究[13], 只选取了左侧枕 
 
表 1  组块破解阶段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

松散 紧密 
 

假字 真字 假字 真字 

正确率 0.9929 0.9875 0.9393 0.8750 

标准误 0.00313 0.00435 0.01404 0.01777 
平均反应时

(ms) 701.6907 815.1471 1119.7843 1454.8214

标准误 44.03068 50.89998 56.74077 43.65215
 

 

 
 

图 2  行为结果: 组块破解阶段的正确率与反应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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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回、左侧顶上小叶和左侧颞下回 3 个区域作为动态

因果模型的感兴趣区域. 其中左侧颞下回(LITG)和
左侧顶上小叶(LSPL)是从空间紧密结构紧密性的主

效应(紧密 vs.松散: [(假字_紧密+真字_紧密)−(假字_
松散+真字_松散)])中提取的, 其坐标是基于空间紧

密性的主效应((紧密 vs.松散: [(假字_紧密+真字_紧
密)−(假字_松散+真字_松散)]))在群组水平的结果 . 
左侧枕下回(LIOG)是基于群组水平 ANOVA 的所有

组块破解阶段实验条件 F 检验(F 对比: [假字_松散+
假字_紧密+真字_松散+真字_紧密])下的主效应区, 
并且作为所有刺激作用于该视觉通路网络的输入点.  

在单个被试水平, 基于每个被试的 dcm-GLM, 
ALL(包含组块破解阶段的所有实验条件)直接作用于

左侧枕下回, 作为整个模型的输入. 4 种实验条件可

以作用于该视觉信息加工网络中的任何连接. 假设 3
个 DCM 的内在连接模型(图 3): (1) 背腹侧视觉通路

分别只有自下而上的单向连接 , 即 LIOG→LITG, 
LIOG→LSPL; (2) 背侧视觉通路存在着双向连接 , 
腹侧视觉通路只有自下而上的单向连接, 同时背侧

视觉通路的终端左侧顶上小叶至左侧颞下回也有连

接, 即 LIOG→LITG, LIOG ←→LSPL, LSPL→LITG; 
(3) 由于有研究认为, DCM 的内在连接不必拘泥于已

知的解剖连接[13], 定义了全连接模型, 即 3 个区域之

间均有双向连接, 即 LIOG←→LITG, LIOG←→LSPL, 
LSPL←→LITG. 最后, 在群组水平应用贝叶斯模型

选择方法得到最优模型为模型 3.  
为了得到最优模型, 在群组水平上应用随机效

应方法比较了 3 个模型的负自由能量, 发现对于每个

被试数据, 模型 3 的负自由能量都是最大的, 模型 3
的各被试的负自由能量之和也是最大的(绝对值最

小), 由此推断最优模型都是模型 3, 即假设 3 个区域

之间均有双向连接的全连接模型(图 3(C)). 负自由能

量结果详见附加材料. 
然后, 应用 SPSS 的 t 检验统计分析了所有被试

在模型 3(全连接模型)中的所有连接参数(多重比较, 
采用 Bonferroni 矫正). 结果表明, 所有刺激作用于左

侧枕下回的连接强度显著(0.4319±0.0653, P<0.001). 
对于不因任务刺激输入的不同而改变的“内在连接”
而言, 只有where通路(LIOG→LSPL)以及where通路

终端与 what 通路终端之间的双向连接(LITG→LSPL, 
LSPL→LITG)显著大于 0(图 4 和表 2).  

而对于因任务刺激输入的不同而改变的“调控连

接”而言, 假字_松散条件下无任何显著的调控连接, 
真字_松散条件下只有 what 通路(LIOG→LITG)是显

著的, 假字_紧密条件下 where 通路和 what 通路均显

著, 真字_紧密条件下不仅 where 通路和 what 通路均

显著, 同时还有 LITG→LSPL 的调控连接是显著的

(图 4 和表 2). 

3  讨论 

本研究应用汉字的熟悉度和空间结构紧密程度

双因素设计研究汉字组块破解过程. 在刺激材料视

觉复杂度统计中发现, 松散结构的笔画数显著大于

紧密结构的笔画数, 而行为表明, 松散结构的正确率

显著大于紧密结构的正确率, 松散结构的反应时显

著小于紧密结构的反应时. 说明组块破解的难度不

是由笔画数多少的视觉复杂度造成的. 58名被试对于

刺激材料的熟悉度评分的统计表明, 真字的熟悉度

显著大于假字的熟悉度. 说明应用真字和人为合成

的假字表示刺激材料熟悉度的两个水平是合理的. 
本研究探讨了伴随组块破解过程的脑认知机制, 

 

 
 

图 3  3 个 DCM 模型 
LIOG: 左侧枕下回; LITG: 左侧颞下回; LSPL: 左侧顶上小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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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 内在连接与 4 种条件下的调控连接 
(A) 内在连接; (B)~(E) 条件下的调控连接. 实线箭头示内在连接; 
虚线箭头示各条件下的调控连接. 每个连接图下方为刺激示例 

  
研究结果不仅重复了本实验室[1]汉字组块破解任务

同时激活视觉的背、腹侧通路的发现, 而且揭示了不

同任务难度下背、腹侧通路的连接强度变化情况. 行
为结果发现, 熟悉性因素(即假字_松散条件相对于真

字_松散条件, 或假字_紧密条件相对于真字_紧密条

件)和空间结构紧密性因素(即假字_松散条件相对于

假字_紧密条件, 或真字_松散条件相对于真字_紧密

条件)在反应时或正确率方面均有可能造成显著差异, 
而且存在上述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, 意味着如果这

两种影响任务难度的因素同时出现的话, 就有可能

产生叠加放大效应. 更重要地, 本研究通过 DCM 分

析, 揭示了与上述行为观察相一致的功能连接变化, 
发现在空间结构较为松散(即部首水平拆字)的条件

下, 高熟悉度会使背侧 where 通路的有效连接增强; 
而在熟悉度较低(即假字)条件下, 高空间结构紧密性

会使腹侧 what 通路和背侧 where 通路的连接均增强; 
而在高熟悉度、高空间结构紧密性(即真字_紧密)条
件下, 不但 what 通路和 where 通路的有效连接增强, 
而且 what 通路终端到 where 通路终端之间的有效连

接也增强. 上述结果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组块破

解过程脑认知过程的理解. 
近年有关顿悟的一个重要认识是顿悟的多重障

碍假说[20]. 该假说认为, 尽管从表面上看人们往往在

一个单一的思维步骤中就实现了顿悟, 这个单一的

思维步骤却包含着多重障碍的同时克服. 如果人们

想要成功地解决 9 点问题, 就必须同时克服两重思维

障碍: 一是要把直线的拐点画在没有黑点的地方, 二
是要能构思出目标状态的由 4 条直线构成的陌生的

箭头状图形[20]. 本实验为顿悟的多重障碍假说提供

了脑科学方面的证据, 不仅观察到了高熟悉度和高

空间结构紧密性在各自单独作用的条件下对于视觉

的背、腹侧通路有效连接的影响, 而且证明了高熟悉

度+高空间结构紧密性的共同作用会使一个新的、在

原来各自作用条件下未被观察到的连接——what 通 
路终端到 where 通路终端之间的连接表现出明显的

增强. 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阻碍顿悟组块破解的不同

因素如果同时出现就会产生叠加放大效应, 使原本

无需参与的脑-认知过程加入其中. 
 
表 2  DCM 模型 3 的内在连接和调控连接 a) 

松散 紧密 
通路连接 内在连接 

假字_松散 真字_松散 假字_紧密 真字_紧密 

what 通路: LOIG→LITG 0.085 −0.019 0.021 0.244* 0.292* 

where 通路: LOIG→LSPL 0.443* 0.102 0.112* 0.202* 0.191* 

LITG→LOIG 0.137 0.023 0.021 −0.039 −0.010 

LITG→LSPL 0.582* −0.045 −0.007 0.041 0.053* 

LSPL→LOIG 0.241 −0.021 0.016 −0.014 −0.027 

LSPL→LITG 0.408* −0.080 −0.087 −0.070 −0.047 

a) 多重检验, Bonferroni 矫正, P<0.05. * 示在 t 检验下显著的有效连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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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研究利用DCM方法研究了组块破解过程中视

觉的背、腹侧通路的连接变化, 将 DCM 分析置于一

个公认可靠的前提和背景下, 从而大大减少了这类

分析所可能具有的随意性. 但负作用是未能将一些

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脑区, 如额叶, 置于分析的框架

之内. 额叶在组块破解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经被脑

损伤的研究所证实. 研究发现, 如果在思维过程中负

责问题空间的确定以及自上而下加工控制的额叶区

域被病变所损伤, 那么这些人顿悟破解组块的能力

不但不会降低, 反而较正常人有明显升高[30]. 但考虑

到额叶所包含的区域较广, 而且与各个脑区之间都

有十分复杂和广泛的联系. 因此, 作为对于组块破解

问题的初步探索, 有理由认为将讨论局限于一个有

较高把握度的框架之下可能更加合适. 同样, 对于视

觉的背、腹侧通路在组块破解中的连接变化的探讨, 
即使是在不考虑额叶及其他可能发挥作用脑区的情

况下, 也仍然是相对充分及有意义的.  

4  结论 

视觉的背、腹侧通路在不同难度的组块破解任务

条件下, 其连接强度会发生变化, 在空间结构较为松

散的条件下, 高熟悉性会使背侧 where 通路的有效连

接增强; 在熟悉性较低的条件下, 高空间结构紧密性

会使腹侧 what 通路和背侧 where 通路的连接同时增 
强; 而在高熟悉度加高空间结构紧密性条件下, 不但

what 通路和 where 通路的有效连接增强, 而且 what 通
路终端到 where 通路终端之间的有效连接也随之增强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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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加材料：  

1  刺激材料的视觉复杂度和熟悉度评估 

为了评估刺激的视觉复杂度, 参考文献[30], 使用汉字笔画为指标, 分别统计了 4 种实验条件下刺激的笔

画数. 应用 SPSS 对 4 种条件刺激的笔画数进行了统计分析(附表 1 和附图 1. 结果表明, 松散结构的笔画数显

著大于紧密结构的笔画数(F(1,43)=252.146, P<0.001). 真字和假字的笔画数没有显著差异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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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 4 种条件刺激材料的笔画数 

 假字_松散 假字紧密 真字_松散 真字_紧密 

SDx ±  12.1364±2.66407 5.6364±1.60074 12.2045±2.66397 5.7955±1.37383 

 

 
 

附图 1  4 种条件刺激材料的笔画数 

 
根据以往的汉字研究[31], 采用被试评分的方法来考察汉字的熟悉度. 请 60 名普通大学生(男生 29 名, 女

生 31 名, 18~30 岁)对所有刺激材料进行熟悉度评定. 把 176 个刺激材料(2×2 设计, 共 4 种条件, 每种条件 44
个刺激材料)顺序随机, 做成纸质问卷, 请被试根据自己的经验评价每个刺激材料的熟悉度. 采用 5 点量表, 1
示非常不熟悉, 2 示不熟悉, 3 示不确定是否熟悉, 4 示熟悉, 5 示非常熟悉. 被试只需在每个刺激材料的右侧表

格中相应熟悉度分数上打钩. 共收回 60 份问卷(其中有 2 个男性被试由于答题不认真, 整个页面的评定分数完

全一样, 数据被剔除), 有效评定份数为 58 份. 应用 SPSS 对 58 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(附表 2 和附图 2). 结
果表明, 真字的熟悉度得分显著地高于假字的熟悉度得分(F(1,57)=1870.599, P<0.001), 松散结构的熟悉度显

著高于紧密结构的熟悉度得分 (F(1,57)=80.335, P<0.001), 真假字和结构紧密程度的交互作用显著

(F(1,57)=67.080, P<0.001).  
 
附表 2  4 种条件刺激材料的熟悉度评分 

 假字_松散 假字_紧密 真字_松散 真字_紧密 

SDx ±  2.1776±0.55575 1.7474±0.49443 4.7812±0.24534 4.7602±0.15132 

 

 
 

附图 2  4 种条件刺激材料的熟悉度评分结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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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真假字判断任务与组块破解任务 fMRI 结果比对 

根据两个实验任务的 fMRI 结果, 分别对比了 4 种实验条件在两个实验任务下的联合分析、熟悉度的主效

应和结构紧密性的主效应(附表 3).  
 

附表 3  2 种实验任务下的 fMRI 结果分析比对(FEW, P<0.05) 

 真假字判断阶段 组块破解阶段 
   

联合分析 

  
真字 vs.假字 无 无 

   

紧密 vs.松散 无 

 

 
由附表 3 可见, 同样应用 FEW 矫正方法(P<0.05), 两个实验任务中激活脑区分布和激活程度存在很大差

异. 在 4 种实验条件的联合分析中, 组块破解阶段在左侧枕下回有显著的激活区域, 而真假字判断阶段的显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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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活区域较分散, 包括枕叶、顶叶和额叶等, 在左侧枕下回虽然也有激活区域, 但是激活强度不如组块破解阶

段. 在紧密结构与松散结构的对比, 在组块破解阶段视觉通路的背腹侧通路的多个脑区均有激活, 而真假字

判断阶段无任何显著激活.  

3  3 个 DCM 模型的负自由能量(附表 4) 

附表 4  3 个 DCM 模型的负自由能量 

被试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

01 −4649.41 −4648.86 −4645.81 

02 −4028.98 −4028.95 −3980.44 

03 −4439.51 −4436.58 −4384.74 

04 −4121.14 −4120.81 −4118.75 

05 −4535.67 −4533.64 −4519.72 

06 −3910.62 −3907.34 −3851.60 

07 −4445.75 −4445.92 −4429.94 

08 −3447.15 −3442.93 −3392.63 

09 −4415.70 −4415.62 −4363.33 

10 −4316.67 −4271.07 −4138.05 

11 −4006.52 −4005.89 −3939.24 

12 −3549.56 −3546.10 −3543.82 

13 −3798.87 −3791.50 −3785.73 

14 −3498.83 −3480.54 −3445.43 

总计 −57164.36 −57075.75 −56539.23 

 
因此, 最优模型是模型 3. 

 


